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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价值评价与 

客源市场分析及其开发策略 

徐小琴 汪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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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学院商学院，中国浙江衢州 324000） 

【摘 要】：浙江农业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文章依据浙江各地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及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和历史演

进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分为 9大农业文化遗产区。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美学、生态学等多重价值，对农业文

化遗产的开发应该注意对其本底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和间接衍生价值的区别对待。文章构建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

的旅游价值评价体系并定量评价了浙江省内 8项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运用增长极理论重点研究了浙

江省内 8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供给增长极、旅游需求增长极、旅游客源市场潜力和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效用

等，并在此基础上对浙江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开发策略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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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原农业部 2012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分批开展发掘、认定、保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来，截至 2019 年底已经公布了 4 批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共计 91 项，其中浙江省有 8 项。联合国粮农组织自 2002 年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适

应性管理项目以来，经联合国专家认定，我国共有15项农业文化遗产被选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在数量上和种类覆盖

度上均居世界各国首位。其中浙江省有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湖州桑基鱼塘系统 3项，占全国的 20%，充分

表明了浙江省农业文化对全国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国外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侧重于保护、调查、考察等研究，而对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不太重视，以遗产保护理论

研究为主，遗产开发应用研究较少，从休闲和科考等角度有少量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开发方面的研究[1-2]。而国内关于农业文化

遗产的研究从概念分类到保护传承及开发利用[3-10]，更多的研究是将农业文化遗产应用到乡村旅游发展实践中[11-13]。 

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有从遗产调查梳理摸清家底[14]到遗产旅游开发评价、应用[15-17]，许多学者还从农业遗产保护、

开发模式、旅游开发路径进行了探讨[19-21]，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将农业文化遗产和传统的旅游资源相结合，运用增长

极理论来研究各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价值差异而表现出旅游增长极—旅游腹地系统的研究范式目前还少有成果。 

本文将利用增长极理论从旅游供给增长极和旅游需求增长极角度对浙江省 8 项重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潜力进行研

究。通过对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的客观评价以及对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的客源市场进行定量分析，进而为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探索有效的路径选择，创建现代农业和多产业、多业态结合的发展模式，为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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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推进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开辟有效途径。 

1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简介 

浙江纬度位置适中，全年温湿光照条件优越，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上山文化遗址”表明早在一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栖

息耕作。但是，浙江地域面积较小，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1%左右，而常住人口 5737 万人，占我国人口约 4%。浙江虽然不属于典

型的山区，但是山地和丘陵面积占 70.4%，平原和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 6.4%，耕地面积仅 208.17 万 hm2，故有“七山一

水二分田”之说。 

这种不太有利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虽然增加了生存的压力，却也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

精细化，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遗产。王思明等从农业对象、农业技术、农业制度和农业环境四个方面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了

内容界定和分类[5]，在此基础上，汪本学等通过全面深入调查，梳理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分布、特征，依据遗址类、工程类、

景观类、聚落类、工具类、技术类、文献类、物种类、特产类、民俗类 10个大类对浙江省 276项农业文化遗产并进行了归类[14]，

为后期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文重点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 8 项农业文化遗产。该 8

项农业文化遗产都有其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匹配现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促进，既保留有农业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又具

有在当今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生存、发展和传承的可持续性。 

2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与区划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色，遍布全省各地，并且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与自然地理条件、

农业生产特色相吻合，沿海地带的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区域的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显著的海洋性。总体来看，浙江农业文化遗产

的分布受地貌、区位、社会、经济等非地带性因素的影响深刻，而纬度等地带性因素的影响较小。 

根据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分布及浙江省地形、海拔、气候、农业发展演化历史、现状农业生产特征，将全省分为 9 个农

业文化遗产区（图 1），界线附近的农业文化遗产特征具有逐渐过渡性。 

(1)浙北杭嘉湖平原区，这里地势低洼、土壤肥沃，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是传统的水稻、淡水鱼及水产、桑蚕种养殖区，有

种类最多、数量最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良渚文化遗址反映了这里早在 5000年前就有了农业水利灌溉工程和籼稻、粳稻、葫芦、

花生等众多的农作物品种和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 

(2)宁绍北部平原区，这里地势低平，为沿海淤积平原，现在是浙江省滩涂面积最大的地区，农业历史悠久，河姆渡遗址表

征这里有着 7000 多年的农耕历史，至今是浙江省重要的水稻生产基地，农业文化遗产丰富多样。 

(3)金衢盆地农业文化遗产区，从义乌、东阳一直向西延伸到常山、江山，呈狭长型河谷盆地，衢江、东阳江等蜿蜒流淌其

中，人口较密集，农业历史悠久，交通方便，并且自古是杭嘉湖平原区和荆楚地区交通的重要通道，留下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

引水灌溉农业历史悠久，农业生产种类丰富多样，物种物产资源丰富，既有水稻、莲藕等洼地平原物产，又有甘薯、柑橘等丘

陵、山地物产。 

(4)浙东盆地低山区，主要包括绍兴、宁波、金华、台州的部分低山丘陵盆地，农业文化遗产种类较丰富。 

(5)浙北中山丘陵区，包括湖州西部天目山区和富阳、临安等低山丘陵区，这里受杭嘉湖平原农业文化的影响较大，人口多

从平原地区迁移来，近代受城市文明的影响很大，农业文化遗产过渡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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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浙西中山丘陵区，是杭嘉湖平原、金衢盆地和徽州文化区的过渡地区，包括开化、建德、淳安、临安西部，衢州北部山

区，徽派文化的影响底子深厚，后期受杭嘉湖平原吴越文化的影响较大，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浙西农业文化遗产区。 

(7)北部沿海丘陵平原区，包括北起舟山群岛至宁波北仑—奉化向南至三门湾北岸沿海狭长的平原及丘陵区，海洋渔业发达，

吴越文化海洋化特色明显。 

(8)南部沿海丘陵平原区，三门湾往南直达浙江最南端沿海狭长的平原及丘陵区，西面靠山东朝大海，气候条件较优越（古

时候台风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损失力小），人口稠密，农业历史悠久，海洋渔业文化繁荣，闽文化烙印深刻。 

(9)浙南中山区，是浙江省山地最密集、海拔最高的地区，也是浙江省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人口多为后期从平原地区迁移

来，农业生产历史相对较短，梯田、山货、经济林果、经济作物等为主要的农业文化遗产类型。 

本文重点研究的 8 项农业文化遗产在此农业文化遗产区划体系中，其中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

系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属于浙北杭嘉湖平原农业文化遗产区，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属于浙东盆地低山农业文化遗产区，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和梯田农业系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属于浙南中山农业文化遗产区，仙居杨梅栽培系统属于浙东盆地低

山农业文化遗产区向浙南中山农业文化遗产区的过渡地带。 

3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评估 

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种类丰富、数量巨大，具有众多层次的价值蕴含和多样化的经济品质，其旅游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农

业文化遗产本身具有多方位、多层次的价值，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在农业生产、社会、经济、文化、物种基因、生

态、美学、休闲娱乐、学习研究、陶冶情操等众多角度，根据陈耀华等的研究[26]。 

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10 大类二百多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各有重点，但是都具有

社会、经济、旅游、生态等多方位的价值，对于各类遗产，重点是要严格保护其本底价值、适度利用其直接应用价值尤其是注

重综合性的利用，对于遗产地外部的周围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等间接衍生价值要大力发展，这样才能既保护遗产资源

又促进遗产地整体社会经济发展，再反哺遗产资源的保护，实现遗产资源保护—遗产地整体发展的良性循环[22-26]。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数量丰富、分布广泛，这里重点介绍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 8项遗产的本底价值、直接应用价值、

间接衍生价值、艺术观赏价值和旅游延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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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区划图 

源远流长、星罗棋布的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Tourist Attraction）价值评估体系和系统评价研究是一项巨大的系

统工程，有待后续深入研究。现对本文重点研究的 8 项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进行定量评价。根据已有研究的旅游资源价值

评价方法[22-23,27-29]，在考虑浙江农业文化遗产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构建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价值的评价框架，重点研究这

些农业文化遗产本身的吸引力。 

其中维度权重和指标层中的理性赋分均采用专家调查法，调查了长期在浙江省工作的文化类研究专家 24人，旅游类研究专

家 36人，在文物局工作的专家23人，在文化和旅游局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人员 56人，旅行社经理 28人，旅行社导游67人，

收回有效调查问卷 213份。 

利用已有的客观数量指标和理性赋分指标对浙江省 8 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做综合评估，计算各农业文化遗产

地的旅游价值在 10个维度层的维度得分，再根据各维度的权重计算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总得分，结果是湖州桑基鱼塘

系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的旅游价值的总得分高于其他 5 项，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的总得分最低。

最高分和最低分相差不是很大，说明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差异不是很大，因其文化特色各有千秋，景观艺术美学价

值各有特色，10个维度各有特长，8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均具有较大的发展旅游业的价值。 

4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客源市场分析 

4.1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客源市场潜力 

因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吸引力比传统的旅游景区的吸引力弱，主要是吸引消费者前往休闲度假采购农产品等功能，所以

这里选择 100km 范围作为吸引半径，基本上可以满足当天驾车往返，称为“主体客源市场”。利用ArcGIS10.4 对浙江省 8个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做空间查询分析，统计 100km 范围内常住人口数量，作为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重点潜在的旅游客源市场规

模。双休日制度下，基于计划住宿一晚、体验慢生活、休闲 2天的旅游休闲需求，200km 出行半径也是可为旅游者接受的，称此

范围为“总体客源市场”。 

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客源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北部的 4 个处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杭嘉湖、宁绍地区，客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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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范围内人口众多，“主体客源市场”均在 1800 万人以上，“总体客源市场”均在 8000 万人以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

也明显高于南部的 4 个。南部的云和梯田农业系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均位于内陆山区，离大城市较远，客源市场人口少且收

入较低，尤其是庆元县位于浙江和福建的交界山区，100km 范围内都没有地级市，客源市场狭小，旅游业发展潜力不大。 

由增长极理论可知，分布于浙北地区的 4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和附近的著名旅游景区相互促进，形成了极具吸引力的

旅游供给增长极，因而旅游业发展成果突出。位于南部山区的 3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由于附近缺乏影响力大、高等级的旅

游景区，例如此 3县都没有国家 5A级景区，缺乏强势的旅游供给增长极，因而旅游业发展相对较差。 

再从旅游需求来看，北部的 4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100km 的主体客源市场范围内就有杭州、绍兴、嘉兴、湖州等特大城

市，200km 的总体客源市场范围内更是再增加了上海、宁波、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等特大城市，这些特大城市都是旅

游需求旺盛的旅游需求增长极。而位于南部山区的 3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离特大城市较远，尤其是庆元、云和。 

南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主体客源市场和总体客源市场的人口总量远远小于北部的 4 个。而且南部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客

源市场范围内只有温州、台州、金华、丽水等大城市，这些旅游需求增长极很显然比北部的旅游需求增长极势能要弱，旅游需

求的拉力作用比北部弱得多。位于中间的仙居县域内有国家 5A级景区——神仙居景区，旅游供给增长极和旅游需求增长极都表

现出中等性状。 

根据对浙江省内 8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业发展的业绩和旅游客源市场人口以及客源市场范围内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民

收入的定量分析，进一步表明旅游业发展和客源市场关系密切。旅游总收入和客源市场人口数、客源市场内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皮尔逊相关系数都在 0.75以上，尤其是旅游总收入和客源市场内的居民收入的相关系数都在0.9 以上，表

明相关性非常强。旅游总收入和主体客源市场的相关系数大于总体客源市场的相关系数，这一定量分析结果与理论定性分析也

是相符的，表明主体客源市场的重要性程度大于总体客源市场，也表明划分出主体客源市场和总体客源市场的重要性。 

4.2 旅游需求增长极对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需求效用 

对浙江省内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有较大影响的旅游需求增长极主要有省内的各地级以上城市以及附近的上海、苏州、

南京等城市。各旅游需求增长极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提供客源，其客源市场的提供效用是受各城市的城镇人口数量以

及居民收入水平、居民的闲暇时间、居民的旅游偏好以及空间距离等因素影响的。 

根据区域经济中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公式（公式 1）来计算
[30]
，即任一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旅游效用与其

本身的城镇人口和居民人均收入呈正相关，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呈负相关。区域中存在着众多的旅游需求增长极，所以要计算各

旅游需求增长极对其旅游效用的总和。 

 

由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区域内的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旅游效用明显大于区域外的旅游需求增长极，考虑到距离衰减规律，

本文在计算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需求效用时只研究浙江省内的各地级以上城市以及上海、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

因其他城市即便纳入计算对总和的贡献也很小。式中：Ti是旅游需求增长极对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 i的总效用；Pj和 Rj分别

是区域中旅游需求增长极 j 的城镇人口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Dij为农业文化遗产地 i 和旅游需求增长极城市 j 之间在现

状交通条件下的最短交通时间；a为距离摩擦系数，这里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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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度地图上 2020 年 2 月 24 日查询的驾车时间作为交通时间，研究各旅游需求增长极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业发展的效

用。其值随着指标选择的单位不同而不一样，但是相对意义是不变的，本文计算城镇人口用“万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用

“万元”，距离用两地之间的驾车时间“小时”。 

先计算出区域内各旅游需求增长极对浙江省内 8 个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需求效用，再计算总效用 Ti显示各旅游

需求增长极对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效用差别很大，距离越近、人口越多、收入越高则旅游需求效用越大。比如青田稻

鱼共生系统虽然属于丽水市辖范围，但是丽水对其的效用远远小于温州对其的效用；再如德清淡水珍珠系统位于杭州和湖州之

间，杭州对其的旅游效用远远大于湖州对其的效用。 

上海虽然距离稍远但是其能量足够大，所以效用也大，其对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的旅游效用比绍兴本身还略大。从表中还

可以看出南京对 8 个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效用都不是很大，其在总效用中所占比重介于 1.1%～3.4%，可见如果将其他的旅游

需求增长极城市纳入计算对总效用的贡献也很小，所以本文计算浙江省内的 11个城市以及上海、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

江共 17个城市已经基本上可以反映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总效用。 

上海、苏州、南京、无锡、常州对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需求效用大于浙江省内的衢州、舟山、丽水的效用，所以浙

江省各地积极融入长三角意义重大。计算结果是，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的旅游需求总效用是浙江省 8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地中最高的，其次是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和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的旅游需求总效用相比前面 3

个快速减少，其后依次是仙居杨梅栽培系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和梯田农业系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依次减少且减少速

度非常迅速。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需求总效用差异很大，最大值约为最小值的 19倍。将 8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需

求总效用值与各自 2018、2019 年旅游总收入做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759 和 0.783，相关性都很强。 

5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对策建议 

5.1 积极利用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拉动作用 

区域旅游发展的源动力可以归纳为旅游供给增长极的推动作用和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拉动作用。长三角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境游需求旺盛的阶段，旅游竞争也非常激烈。所以要充分发挥各旅游需求增长极的

拉动作用，加强宣传促销，让各旅游需求增长极的人们全面了解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科学价值、美学价值、陶

冶怡情价值、休闲养生价值等，以及实现这些价值的便捷性。 

网络化时代传统的宣传促销方式仍然不可少，因为在海量的网络信息中要想引起消费者的关注仍然需要传统的促销方式，

所以浙江各农业文化遗产地应该在重要的旅游需求增长极城市开展有效的宣传推介活动，可依据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效用不同采

取差异化的宣传方式，以充分发挥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拉动作用。尤其是浙西南的农业文化遗产地由于主体客源市场狭小，更应

加强在上海、苏州、杭州等旅游需求增长极城市的宣传促销。 

5.2 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要和全域旅游理念相结合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在知名度、旅游的美学价值、旅游科学价值等方面往往不如传统意义上的旅游资源，在增长极理论

研究中往往成为旅游供给增长极的影响腹地，很难单独成为强有力的旅游供给增长极。但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具有分布广

泛、交通相对便利、基础设施相对较好、离居民点近等优势。 

浙江省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人们的旅游经历相对丰富，很多满足观光、猎奇的旅游目的地多数已经游历过，而农业文

化遗产旅游资源正好可以全地域、全要素地满足人们日常休闲、度假的旅游需要。用全域旅游的理念指导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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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开发，杜绝“单纯为旅游而建”，将满足旅游目的和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文化传承密切结合。 

5.3 创新开发旅游供给增长极的旅游产品 

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不是热点旅游景区，并且其旅游客源市场又相互重叠，所以创新开

发旅游产品，避免同质化竞争是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旅游规划中应注意统筹兼顾，使农业文化遗产

地和附近的热点旅游景区实现交通上无缝衔接，共同打造更强势的旅游供给增长极；旅行社在开发旅游线路时应注意将农业文

化遗产地和热点旅游景区结合，设计出融汇农业文化遗产地附近各类旅游景区的旅游项目，如：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和西湖景

区的联合，庆元香菇文化系统和庆元县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有机结合，创造天然养生香菇文化旅游产品。积极利用附近的“网红”

景点联合开发特色的“网红”旅游产品，也可以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打造成“网红”景点。 

5.4 规划好农民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中的主体作用 

当地农民应该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主体，要适度发挥外来公司在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开发中的价值，但是角色

担当要把握好尺度，避免喧宾夺主。农业文化遗产根植于地方文化，传统居民、传统生活方式、传统价值观、传统物理要素是

农业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基础。但是农民发家致富、创造现代化生活的愿望也不能被忽视，所以各级政府要出面协调这些矛盾，

宣传、引导、教育农民在创造现代化生活和保护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和合理的发展模式，让农业文化遗产

在生产中保护、在传承中发扬、在创新中升华，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同时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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